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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省际流动的关系矩阵，透视2015年中国春节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动态过程、网络特征，

并对各省人口流入、流出的规模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论如下：①春节前后中国各省每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显

著的规律性特征，2月13-17日和2月25日-3月1日为各省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期间人口净流入、流出峰值时

段，可作为基于春运研究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重要依据；②识别了14个人口净流入省、17个人口净流出省，净流入

位序前六省和后八省分别吸纳和提供了全国9成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人口主要流入省的沿海绵延和主要流出省

的中部“人口塌陷”共同构成了双纵格局；③各省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南方人口流出省的流出指向存在共

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路径存在差异。④移动数据为发掘人口流动过程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提供

了平台，基于节后、节前净流入值差值的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差异、属性特征。通过与以往研究

对比，证实了移动数据与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的诸多结论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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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流动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空间再配置过程，

其发生和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de

Haas, 2010)。主要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期-20世纪

中期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大规模

的人口流动，且流动方向与工业发展和产业集聚的

方向一致(Pons et al, 2007)。从空间交互模型及后

续学者的改进 (Montis et al, 2007; de Vries et al,

2009)，到模拟强度的辐射模型(Simini et al, 2012)，

西方学者对人口流动的时空特征、规律演变进行了

长期的深入研究。

人口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意义

最为深远的地理过程之一(朱宇等, 2016)。省际流

动对于改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收益差距

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陈锐等, 2014)。

2000-2010 年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上升了 109%，

其中省际流动升幅达 158%(马红旗等, 2012)，呈现

出长距离趋势。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约有 2.4亿，

其中 39%为跨省流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流动人口司, 2014)。对于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和

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中国而言，人口流动将持续作为

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杨传开等, 2015)，且必将重塑人

口空间格局。因而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流动的时

空特征，对于编制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

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邓羽等, 2014)。

地理学者更多地关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及

其影响因素、形成机制。中国学者从人口省际流动

的网络结构 (陈锐等, 2014)、空间类型 (于涛方,

2012)、模式变化(王桂新等, 2012)、多边效应(蒲英

霞等, 2016)等多角度对转型期中国人口流动的地

理特征进行了研究。在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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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集聚主要

受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行政等

级、文化及思维方式等差异的影响所致(逯进等,

2014; 童玉芬等, 2014; 李扬等, 2015)，同时城乡收

入差距、非农就业机会、户籍管制的放松、农村土地

和税收制度等因素进一步对人口流动的规模和空

间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Mullan et al, 2011)。这些

因素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在转型期

中国人口流动空间过程中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作用

(Shen, 2013; 刘涛等, 2015)。

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是目前研究中国

流动人口、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人口流动

是一种大规模的群体性时空行为，从时间维度，普

查数据格式的制约决定了在小时间尺度下研究的

二维静态视角的局限性。由于缺乏一个相对连续

时间内人口流动数据，研究多为一个时间断面或大

尺度时间周期的累计结果，如比较“五普”、“六普”

10年间的差异变化(邹湘江等, 2013)，据此得到的是

处于不同阶段的人口流动空间格局的平均状况

(Zhu et al, 2010)。从空间维度，问卷调查 (田明,

2013)等中观尺度研究的区域聚焦性较强，对于宏

观特征的观察度和解析力不足。在宏观尺度，以往

研究结论认为，中国流动人口呈现出从安徽、河南、

四川、湖南、广西等中西部(尤以中部)省份流出、向

东部沿海省份迁移流动的鲜明流向特征，并形成了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高度集聚区(Liang et al,

2004; Fan, 2005; 李扬等, 2010; 王桂新等, 2012; 张

耀军等, 2014)。但仅凭宏观统计数据，显然难以回

答人口在流出、流入地区之间集聚与扩散的结构特

征、空间差异及其进一步造成的累积结果等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要素流动的网络化趋势凸显，人

口流动网络正逐步形成。社会网络分析以行为主

体关系为视角，是近年来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然而受制于关系型数据的缺失或难以获取，以往对

人口流动网络的研究多基于空间交互模型进行模

拟。移动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基于个体粒度的海

量时空轨迹获取人类移动模式成为可能(Lu et al,

2012)，人口流动的时空特征通过大量复杂的移动

智能设备数据的形式呈现，为地理研究提供了数据

支持。基于大数据研究个体或群体行为，为社会政

治经济决策、城市规划与管理、交通监控与预测、信

息与疾病传播等众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工作基础

与方法指导(Bian, 2013; Gao et al, 2013; Gonçalves

et al, 2013)。

春运是中国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由大规模人

口流动导致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现象，如在2015年春

运约有 28亿人次的人口流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

结构与发展阶段的历史时期和中国独特的文化背

景，形成了春运这一有显著规律性、高度集体性、统

一性的社会行为现象(魏冶等, 2016)。本文基于

2015年中国春运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实测流数据，

构建关系矩阵，观察人口流动的集聚扩散、联络关

系的动态过程，对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规模差异、

关联结构进行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迁徙。百度迁徙基

于定位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技术，通过

手机用户的定位信息映射人口流动轨迹，塑造出人

口流动过程中产生的起止节点及关系强度(赵梓渝

等, 2017)。原始数据为一天内中国367个地级行政

区之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关系数据，对地级行政区所

在省级行政划进行加和，因此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

4个直辖市、22个省及5个自治区，共计31个空间对

象。中国春运官方定义周期一般为40天左右，发生

在春节前15天至春节后25天。2015年中国春运时

间从2月4日-3月16日，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文研

究时间为2月7日-3月18日，计40天(下文春运及春

运期间均指这一时段)。根据一天内省际人口流动

强度构建矩阵R=(Rij)，Rij为 i至 j省的人口流强度，

最终数据为40个31×31的加权非对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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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流动规模(gross flow, GF)测度一个省人口

流动的活跃度，净流入规模(net inflow, NI)测度人口

流入(NI>0)、流出(NI<0)的属性特征及规模差异。

则有 i省一日内人口总流动、净流入值：

GFi_day = RT
i + Ri (2)

NIi_day = RT
i -Ri (3)

式中：Ri 为人口省际流动矩阵，RT
i 为 Ri 转置矩

阵。根据流的方向性，春运人口流动可分为春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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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返乡流和春节后的返工流。2015年中国春节国

家法定假日共 7 天，从 2 月 18 日除夕-2 月 24 日初

六，2月25日为第一个工作日。基于这一时间安排

及对数据的总体观察，确定节前返乡流时间起止为

2月 7-23日，节后返工流时间起止为 2月 24日-3月

18日。节前返乡流期间，人口流动的主导方向由东

部向中西部扩散(diffusion, D)，人口流入省的NIi_day

大多为负值，流出省多为正值。节后人口流动的主

导方向是由中西部省份向东部省份汇聚(aggrega-

tion, A)。此时，人口流入、流出省NIi_day的正负特征

大体较节前相反。

由此则有 i省春运期间人口省际总流动和净流

入规模：

GFi =∑GFi_day (4)

NIi =∑NIi_dayA -∑NIi_dayD (5)

3 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总体特征

3.1 时空特征

通过图1可见，春节前、后2个时段人口净流入

流的方向性基本呈对称关系。节前主导流向由东

部向中部扩散，大量流动人口由经济相对发达的工

作地回到欠发达的家乡过节，如北京人口向河北、

河南、山东流入，长三角流入安徽、湖北、江西，广东

流入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节后呈现出由中部省

份向东部集聚的空间指向特征。春节前、后高强度

净流入流(前10名)存在对应关系(表1)，尤以前四名

省对在位序上也是一一对应。可见人口流入省份

与流出省份之间存在明确的特定关联关系。

在节前 17天里，有 6条净流入强度超过 100万

人次的人口流(表 1)，其中有 4条是由广东主导，分

别指向广西、湖南、江西和湖北，其余2条是由江苏、

浙江流入安徽。节后返工流 23 天里，尽管周期更

长，但强度明显低于节前，仅有广西、湖南流入广东

2条净流入流强度超过 100万人次。同时，从总流

动规模来看，节前共发生9204.9万人次的人口省际

流动，强度也远高于节后的7886.0万人次。

春节前后人口流入、流出省的每日净流入值存

在显著的规律性特征(图 2)。大体上，节前人口流

入、流出省的每日净流入人次分别为负值、正值，节

后正负特征反转。尽管不同省份在具体日期上有

所差异，但普遍人口流出(入)省在2月13-17日迎来

人口净流入(出)的最大流量，在 2月 25日-3月 1日

迎来净流出(入)的最大流量。如人口流入省(直辖

市)江苏和北京，分别在 2月 15日和 17日达到净流

入波谷，并在2月25日同时迎来波峰。人口流出省

(区)河北和广西，分别在2月17日和2月14-15日迎

来净流入人次波峰，在 2月 25日和 2月 26日-3月 1

日达到波谷。这一显著特征是本文研究方法的基

础，也验证了前文对节前、节后时间分割的合理性。

图1 春运节前、节后人口省际净流入流向图

Fig1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flow in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of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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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有个别省份人口流动规律性呈现非典

型特征。如海南省仅在2月24日、25日两日呈人口

净流出，其余均为人口净流入，因此不适于运用前

文的测度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显然是基于节前、节

后人口净流入值存在对称特征的省份而提出的，所

以海南省采用每日净流入值直接加和的方法更为

合理。修改后海南省春运期间人口净流入规模为

12.7万人次，为人口净流入省。

3.2 规模差异

通过各省春运期间人口净流入值(图3)，识别了

14个人口省际流入省，包括东北辽宁，东部八省(北

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西部

五省(宁夏、青海、陕西、新疆、西藏)；17个人口省际

流出省，包括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东部

两省(山东、河北)，中部六省(安徽、河南、湖北、湖

表1 春运节前、节后人口净流入强度前十名统计表/(万人次)

Tab. 1 Top ten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of net inflow

intensity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of 2015

(ten thousand person-time)

位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节前

流动方向

广东→广西

广东→湖南

广东→江西

江苏→安徽

浙江→安徽

广东→湖北

北京→河北

浙江→江西

上海→安徽

上海→江苏

强度

283.4

250.9

140.5

130.0

105.1

102.0

95.2

78.4

76.2

64.7

位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节后

流动方向

广西→广东

湖南→广东

江西→广东

安徽→江苏

河北→北京

安徽→浙江

湖北→广东

江西→浙江

江苏→上海

安徽→上海

强度

179.2

157.0

90.5

90.4

89.6

68.9

61.1

53.3

47.8

46.0

图3 各省总流动、净流入规模柱形图

Fig.3 Gross flow and net inflow of each province (municipality, autonomous region)

图2 每日净流入规模分省曲线图

Fig.2 Daily net inflow of each province (municipality, autonomous region), 7 February-17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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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西、山西)，西部六省(贵州、四川、重庆、云南、

甘肃、广西)。

以往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相关研究已经指出，

随着中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中国流动人口虽然仍

向沿海地区集中但已出现分散趋势 (段成荣等,

2013)，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呈现出人口省

际净流入的特征(李扬等, 2015)，这与本文识别出的

宁夏、青海、陕西、新疆、西藏五省为人口流入省的

结论相一致。其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为政府力量

和宏观政策在引导人口省际流动中所起到推动作

用(刘涛等, 2015)，另一方面也与该地区的特殊地理

条件有关。例如新疆丰富的土地及矿产资源、独具

特色的绿洲农业(如棉花产业)，加之与中亚国家开

展跨境贸易的区位交通条件，是影响人口省际集聚

的重要推动力(Loughlin et al, 2001)。

总流动和净流入规模前五位省市均为广东、江

苏、北京、浙江、上海(位序有所变化)，其中2项指标

的首位广东省人口规模分别为 2088.9 万人次和

1620.3万人次，分别为居第二位的江苏和浙江的1.7

倍和 2.8倍，表明在春运期间人口空间集疏过程中

的绝对主导地位。总流动位序前七省市关联人口

规模占全国总量的 51.3%，即 2015年春运期间，中

国半数的人口省际流动强度发生在仅占全国两成

数量的省份之间，空间极化效应明显。

利用总流动、净流入规模与该省“六普”行政范

围内常住总人口的比值计算得总流动率、净流入率

2个比率类指标，以避免因测度省份人口总量差异

而导致人口流动规模横向比较的偏差。总流动率

和净流入率首位均为北京，分别为62.9%、28.6%；次

位均为上海，分别为41.4%、20.8%；上述两市2项指

标结果均远高于其他省份。总流动率末位为新疆

和西藏，结果均为0.8%，净流入率末位三省(区)分别

为江西、广西、安徽，分别为-11.2%、-10.0%、-9.5%。

使用ArcGIS 10.1软件中所提供的自然断裂法

(jerks)对各省净流入值进行分级(表2)，其等级结构

呈宝塔形，人口流入省数量少、位于顶层。广东、浙

江、北京、上海、江苏、天津六省 (市)基本垄断了

(98.3%)全国的人口集聚强度，其中广东一省吸纳近

半(43.7%)。

宝塔形结构中间部位由数量众多的、相对均衡

型和低度流出型省份构成。受地理位置、气候、温

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口省际流

动主观意愿的下降。如新疆、西藏、青海、黑龙江位

于沿疆地区，人口向其他省份流动的平均路程更

长，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于人口省际流

入的吸引力较小；又如宁夏、新疆、西藏、青海受少

数民族聚居文化的影响，地区相对封闭，导致实体、

信息、人口流交换的活跃度低。

中度、高度流出型省份数量居中，位于宝塔形

结构的最下层。其中高度流出型安徽、湖南、江西、

河南、广西五省(区)共提供了全国 6成(66.3%)的人

口扩散，加之中度流出型湖北、河北、四川，八省(区)

人口净流出占全国总计的近9成(86.2%)，这些均为

中国典型流动人口外出劳务大省。

4 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空间结构特征

4.1 网络结构

2015年中国春运人口总流动的无向加权网络

共包含461条路径，承载了31个省之间的8545.5万

人次的人口流动。强度超过10万、100万人次的关

联路径分别有118条、20条，关联了全网络90.1%和

53.8%的人口流动，即1/4网络路径承载了9成的人

口流强度，或超过一半的人口流动发生在不足 5%

的网络路径中，其中强度最高 3条分别是广西—广

东(586.1 万人次)、北京—河北(516.2 万人次)、广东

—湖南(494.2万人次)。

度中心性是测量网络中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

之间发生直接关联程度的指标。中介中心性是一

个节点出现在网络中最短路径上的频率，以观察其

在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因此桥接点往往拥有较高

的中介中心性。在人口省际流动无向网络中，广

西、海南、吉林、青海、山西的度中心性为29，西藏为

27。其中，广西和青海中介中心性为 0.111，其余四

省(区)为0.034，即海南、吉林、山西、西藏四省(区)的

表2 净流入等级结构

Tab.2 Net inflow classes

特征

高度流入

中度流入

低度流入
相对均衡

低度流出

中度流出

高度流出

净流入规模/万人次

1620.3

479.2~575.4

129.9~276.6

-31.9~32.3

-137.3~ -41.0

-271.0~ -208.7

-527.8~ -459.6

省份(数量)

广东(1)

浙江、北京、上海(3)

江苏、天津(2)

福建、新疆、辽宁、宁夏、陕西、青海

西藏、海南、云南、内蒙古、吉林(11)

甘肃、黑龙江、山西、重庆、贵州、山

东(6)

四川、河北、湖北(3)

广西、河南、江西、湖南、安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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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关联性和拓扑位置相对较差，既不能直接关联

所有省份，同时作为网络枢纽的桥接功能也最弱。

除上述六省(区)外，其余省(区)度中心性和中介中

心性均为 30、0.146，即绝大部分省(区)之间呈完整

网络结构。

基于人口净流入的有向加权网络共计836条路

径，承载了 4666.4万人次的人口净流入，其中 10条

强度超过100万人次的路径强度之和占总比近五成

(46.5%)。前三位均由广东主导，分别为广西—广东

(462.5 万人次)、湖南—广东(408.0 万人次)、江西—

广东(231.1万人次)。

加权度中心性是在度中心性基础上，计入关联

路径权重的指标。在有向加权网络中，又可分为加

权出度中心性和加权入度中心性，以区分流的方向

性。本文的加权出、入度中心性均基于人口的省际

净流出、流入值加权而来。在人口流入省中，加权

出度中心性前三省分别是江苏(181.2万人次)、福建

(97.6 万人次)和浙江(68.5 万人次)，最少的为上海

(39人次)、西藏(158人次)、青海(0.9万人次)。以往

研究认为，人口净迁移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省(区)间人口迁入率的变化，比如有着较高迁入

率的沿海省市迁出率就相对较低，而迁入率较低的

中西部省(区)迁出率就较高(李扬等, 2015)。但本

文研究结果与这一结论并不相符。以江苏和上海

为例，江苏一方面作为人口流入大省，吸纳了安徽、

河南、山东、湖北的人口省际集聚；另一方面也是人

口流出大省，其人口主要流出指向为上海。因此尽

管江苏与上海的加权入度中心性相近，分别为

457.8万人次和479.2万人次，但悬殊的人口流出规

模差异，导致江苏净流入规模远低于上海。

在 13个人口净流入省(市、区)中，加权入度与

出度比值最高的是上海，比值达 122881.7。在人口

净流出省(市、区)中，加权入度最高的是重庆(68.2

万人次)、山东(49.2 万人次)、湖北(46.4 万人次)，最

低为黑龙江(3.6万人次)、甘肃(4.0万人次)、海南(7.1

万人次)。加权出度与入度比值最高为江西，比值

为 42.4。整体来看，上海是全国唯一的加权入(出)

度和出(入)度比值极为悬殊的省(市)，是人口净流

入加权网络的相对终点。

4.2 地域特征

分别将强度超过 1万人次以上的无向流动、有

向净流入流，与利用自然断裂法7级分级的总流动、

净流入规模等级图叠加(图4)，可得出：

(1) 以京九铁路和长江经济带构成的十字形结

构覆盖了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高强度地区、高强度

和高密度的空间关联路径(图4a)。十字形格局作为

人口流动网络骨架，显示出了强烈的空间沿途效

应，从中心到网络边缘，人口流动强度迅速变小，关

联密度显著降低。同时，京九铁路两段的北京和珠

三角地区是主要人口流入省份，铁路沿线是人口流

图4 人口省际流动网络关联特征图

Fig.4 Interprovincial flow network associa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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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省。

(2)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

性和强烈的空间差异。其中，从中西部向东部是中

国人口省际净流入的主要方向(图4b)；京津、江苏、

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形成了人口集聚的纵向沿海

绵延带。净流入位序后七位的安徽、湖南、江西、河

南、广西、湖北、河北，形成了高流出的中部纵向“人

口塌陷”区。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口省际流入、

流出的双纵格局，呈现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强烈空

间差异特征。

(3) 人口流动遵循空间衰减效应，以近域发生

为主要特征，地域相邻省(区)关系更加紧密。如广

东人口流动前三位来源省广西、湖南、江西累积贡

献了广东67.6%的净流入强度，均紧邻广东；浙江人

口流动前四位来源省分别为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累积贡献了浙江68.7%的净流入强度，该四省也

与浙江邻近。上海人口流动前十位来源省依次为

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浙江、湖北、山东、福建、湖

南和四川，净流入强度表现出与地理距离的负相关

性，即距离越近，强度越高；随距离的增加净流入强

度贡献程度依次递减，呈现圈层特征，证实了人口

流出地和目的地相邻更容易发生迁移(王桂新等,

2012)、空间上的邻近对人口迁移决策有明显的正

向影响(雷光和等, 2013)的观点。

部分研究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人口的吸引

作用较强，迁移人口有很多来自于距离相对较远的

省(市、区)，如广东省的迁移人口有很多是来自于较

远的四川、河南、重庆、陕西(李袁园, 2013)。但从本

文研究结果得出，以上四省(市)累计仅贡献了广东

净流入规模的 14%(而相比之下仅广西就贡献了广

东36%的净流入规模)。可见，即便作为人口集聚规

模最大的广东省，其空间虹吸效应仍不能对远距离

省区产生突出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对于人

口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已成为学术共识，

流动劳动力把全国视为一个机会市场，在近域饱和

后，将随之向下一个相对更远的劳动力市场流动。

在当前阶段下，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优势为流动人口寻求就业机会提供了

更加广阔的平台。并可以预见，伴随高铁等国家级

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传统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

横跨大尺度地域空间的高强度人口流动将成为必

然，因此，全国将形成发达地区空间集聚与相对落

后地区劳动力扩散的地理格局。

4.3 基于首位流的结构特征

首位流是流动规模占首位的网络路径，可清晰

地识别基于人口流动网络中的主导关系。分别观

察各省人口省际流出的首位流、次位流，以及流入

首位流(即单纯基于一省人口的总流出或总流入强

度的首位流)，发现其指向与空间结构具有如下特

征(图5-6)：

(1) 各省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广东和

北京是中国南、北方人口流动首选目的地，占全国

2/3省(市、区)流出首位流。重庆、云南、四川、陕西、

江西、湖南、湖北、海南、贵州、广西、福建等省(市)人

图5 人口流出首位、次位流指向图

Fig.5 Population outflow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rections

图6 人口流出、流入首位流结构图

Fig.6 Primary flow directions of population

inflow and ou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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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出首位流均指向广东；新疆、天津、山西、山东、

青海、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河北九省(市)流出首位

流均指向北京(图5、图6a)。可见，以人口流动为媒

介，地域之间产生了紧密和复杂的网络关系，并在

一定程度上继续强化了传统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

形成了广泛的人力资源积累网络和空间剥夺。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的三

大集聚区，以往针对三者的影响力分析，其结论不

完全相同。例如，劳昕等(2015)指出，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流入人口来源省份比京津冀地区要集中，前

两者迁入地多为附近省(市)，而京津冀地区则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迁入人口；王桂新等(2012)则认

为，与珠三角地区相比，长三角和京津冀的主要人

口迁人地都仅具地区性影响，同时，长三角逐渐发

展成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口迁入地，京津冀虽然影

响的地区较多，但影响力比较弱。图5显示，北京恰

恰是中国人口省际流动最具影响力的地区，这种影

响力不仅体现在对人口流动空间虹吸的规模，同时

也体现在网络控制的地域尺度。另外珠三角对于

人口省际流动的吸引力，也远胜于长三角。

(2) 南方人口流出省(市、区)人口流出指向存在

共性。在南方9个人口流出省(市、区)中，只有安徽

受到长三角影响，首位、次位流出流分别指向江苏、

浙江。广西、湖北、湖南、贵州、江西、云南、重庆七

省(市)在地域空间上相接壤，流出首位流均指向广

东，次位流均指向浙江，其余的人口流出省四川和

福建两省，首位、第三位流出流均分别指向广东和

浙江，显示了一系列的指向共性。考虑到湖北、云

南、广西在地理上与长三角、珠三角的空间距离较

远，这种大范围区域人口流动共性的背后，文化与

意识的相似性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3)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路径

存在差异。作为中国流动人口最主要的空间集聚

地区，京津、珠三角主要是人口流入与流出省(市、

区)的直接关联结构(图 6b)，如北京、天津人口流入

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广东人口流入主

要来自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均直接由人口流出

地流入。而长三角形成了边缘—中心—核心的两

层关联结构，在上海人口流入前五位来源省江苏、

安徽、河南、江西、浙江中，江苏、浙江本身属于人口

净流入省，二者一方面吸纳安徽、河南、山东、湖北、

江西等人口流出省的流动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成为

上海空间虹吸作用的对象。

(4) 从流出前三位流强度占比来看，最不均衡

的为广西，前三位流出流分别占总比的 97.4%、

0.6%、0.4%，其人口净流出基本指向为广东。最均

衡的为河南，前三位流出流分别占比18.4%、18.1%、

17.2%，人口空间扩散的均质化特征更为明显。从

图 6b可以看出，河南、河北、四川为多个省(市、区)

提供人口流入的首位流。其中，河南是河北、湖北、

安徽、陕西四省流入首位流的来源省，且前三省均

为人口高度、中度流出省；河北是北京、天津、山东、

山西流入首位流的来源省；四川是重庆、云南、贵州

和西藏流入首位流的来源省。整体上，这一关系结

构符合以往研究结论(马红旗等, 2012; 王桂新等,

2012; 李袁园, 2013)。

5 讨论

5.1 移动数据可作为流动人口规模识别的补充依据

通过“六普”的关系型数据计算的净迁徙规模，

与百度迁徙数据通过节后与节前差值计算的人口

净流入规模进行对比(图7)，无论百度春运净流入规

模还是净流入率，都与“六普”数据显示的各省(市、

区)流动人口净迁徙规模、净迁徙率有着较高的一

致性。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方法可较好地识别中国

各省人口省际流入、流出的属性特征、规模差异、位

序特征，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极化效应、空间差异

的现实状况具有良好响应。仅有内蒙古、陕西两省

流入、流出的正负特征与“六普”数据结果相反。内

蒙古“六普”和本文识别的净流入结果分别为 37.7

万和-14.7万人次，被列为流动人口迁入省(区)和人

口流出省(区)；陕西“六普”和净流入识别结果分别

为-98.6万和4.3万人次，被列为流动人口迁出省和

人口流入省。造成以上结果差异，有较大原因是由

于“六普”与百度迁徙对于人口流动规模的统计方

式不同造成。普查数据基于统计单元常住人口及

其户籍所在地差异进行识别，百度迁徙数据通过手

机用户空间移动的定位信息进行识别；其次，本文

数据时间为春运这一特定时段，并采用节后、节前

日净流入值差值方法计算而来；再次，“六普”数据

的采集时间为 2010 年，百度迁徙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5年。以上一系列数据获取及计算方式的不同

造成人口迁徙规模计算结果的差异。

2015年春运期间，内蒙古流动人口总流入、总

流出规模分别为 18.2、32.9万人次。当提高研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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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由图 8显示，蒙东、蒙西春运期间人口省际净

流入曲线呈相反特征。蒙东(包括呼伦贝尔、兴安

盟、通辽、赤峰、锡林郭勒)与其相邻的黑龙江、吉林

特征一致，是节前人口净流入、节后净流出的人口

流出型地区。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包括阿拉善、

巴彦淖尔、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乌海、乌兰察

布)尽管呈现人口流入型地区特征，但强度相对较

低，导致内蒙古春运期间人口净流入的曲线特征基

本与蒙东相吻合，并由此识别内蒙古为人口流出省

(区)。陕西春运期间流动人口总流入、总流出规模

分别为 71.8、67.5万人次，仅在 2月 17-20日呈人口

净流出，其余时段均为人口净流入。无论采用节后

与节前每日净流入值相减，还是直接相加的计算方

法，陕西均为人口流入省。

5.2 百度迁徙为发掘人口流动蕴含的丰富信息提供

数据支撑

净流入位序前五位省(市)春运期间人口的流出

波谷与流入波峰的日期与其流动人口职业构成紧

密相关。按照节前返乡流净流入波谷到达的时序

(图9)，五省先后依次为：浙江(2月12-13日)、广东(2

月14-15日)、江苏(2月15-16日)、上海(2月15-17日)

和北京(2月17日)。按照节后返工流净流入波峰到

达的时序，先后依次为：北京(2月 25日)、上海(2月

25 日)、江苏(2 月 26-27 日)、广东(3 月 1 日)、浙江(3

月 1日和 3月 7日两次波峰)，节后返工流与节前返

乡流省(市)顺序恰恰相反，而这一显著规律与其流

动人口的就业构成有密切关系。表 3显示，浙江省

图8 内蒙古、陕西春运人口净流入规模曲线图

Fig.8 Inner Mongolia and Shaanxi population net inflow during

the 2015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图9 五省春运人口净流入规模曲线图

Fig.9 Population net inflow of fiv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during the 2015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表3 按职业划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省人口就业比例/%

Tab3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occupation/%

职业类型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

负责人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北京

2.3

1.5

10.2

13.1

48.1

24.8

上海

3.8

2.2

6.9

8.3

34.0

44.7

广东

2.3

1.4

6.6

4.8

20.5

64.3

江苏

2.1

2.6

2.9

4.5

23.9

63.9

浙江

1.2

1.5

2.4

2.5

19.0

73.3

图7 “六普”迁徙人口与春运净流入规模比较图

Fig.7 Comparison of the size of net inflow between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data

960



第8期 赵梓渝 等：中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与结构特征

有 73.3%的外省流动人口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

及相关工作，其占比在五省中最高。该类工作性质

和时间相对弹性化，例如，较多在劳动密集型的民

企、私企工作，可获得较长、弹性的春节放假时间，

因此浙江省最早迎来春运返乡流高峰和最晚迎来

返工流高峰；广东、江苏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

比略低于浙江，两省的返乡流推后、返工流提前；北

京、上海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比例最低，而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办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最

高，因其工作时间弹性度低，有着稳定的工作程序

安排和规章制度，商服人员亦受此影响，因此，北京

和上海返乡流的波谷最晚达到，返工流的波峰最早

达到。2015年中国春节国家法定假日从 2月 18-24

日，而北京、上海净流入波谷在 2月 17日，波峰在 2

月25日，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6 结论

本文以百度迁徙的实测流数据对中国人口省

际流动的时空特征及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相关结论

包括：

(1) 春节前后 2个时段中国人口省际流动及各

省(市、区)净流入规模呈显著的时空对称性，基于这

一规律性特征，采用节后与节前各省(市、区)净流入

人次差值的计算方法，识别中国14个人口省际流入

省(市、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广东、海南、宁夏、青海、陕西、新疆和西藏。

可见，春运期间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空间集聚导向

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国家宏观政策密切相

关。可以预料，随着中国进入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

阶段，区域人口的再分布将由东部沿海三点集中转

向多向集中，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吸纳效应将进一

步显现。

17 个人口省际流出省(市、区)包括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山东、河北、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

西、山西、贵州、四川、重庆、云南、甘肃和广西。以

上结论与基于“六普”数据计算的各省(市、区)流动

人口净迁徙规模、净迁徙率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表

明本文所采用的方法能较好地识别各省(市、区)人

口省际流入、流出的属性特征、规模差异、位序

特征。

(2) 各省(市、区)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

广东和北京是中国南方、北方人口流动首选目的

地，合占全国 2/3省份流出首位流。以人口流动为

媒介，地域间产生了紧密和复杂的网络关系，并进

一步强化传统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长期来看，受

高度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极

化效应影响，高强度的远距离人口流动行为将成为

必然，全国将形成发达地区空间集聚与相对落后地

区劳动力扩散的格局。

(3)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人口集聚区对于

人口流动的吸引路径与影响范围存在显著差异。

京津、珠三角直接吸纳了中部人口流出省的人口流

入，二者之间呈一层关联结构。长三角形成了更为

高级的网络结构，上海人口流入的主要来源地既包

括中部人口流出省，也包括江苏、浙江等人口流入

省，形成了由网络边缘—中心—核心的两层关联

结构。

(4) 信息化背景下，移动数据作为表征人类行

为的载体，日益成为地理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本

文通过与以往研究结论对比，证实了新数据与人口

普查、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的结论相似性，例如，人口

流动虽然仍向沿海地区集中但已出现分散趋势，西

部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呈现出人口省际净流入

的特征。同时也得出一些不同结论，例如，即便是

作为人口集聚规模最大的珠三角地区，其空间虹吸

效应仍难以对远距离省(区)产生突出影响；人口净

流入率(或规模)与该省的人口总流入不存在绝对的

决定性关系；以北京为主导的京津地区是中国人口

省际流动最具空间尺度影响力的地区等。一方面

说明大数据、新数据为地理研究提供了更高的研究

精度，另一方面也与“六普”数据的采集时间(2010

年)和本文数据(2015年)不一致有关。需要指出的

是，由于普查或抽样数据能直接获取人口迁徙结

果，因此以往研究结论多以人口省际总、净迁徙规

模(率)，或净迁入、迁出规模(率)为测度指标；而本

文的数据及计算方法，立足于春运这一特殊事件及

其背景，因此计算结果中的主导因素是流动人口的

空间迁徙。尽管在指标上存在差别，但相关结论具

有较好的可比较性。

本文的不足为：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节后与节

前净流入人口差值判别人口流入、流出省(市、区)，

并统一将节前、节后这一分割时间点定位 2 月 24

日。该方法一方面提供了较为简便的运算、识别方

式，但默认了该规律和时间人口净流入值对于省属

性的绝对性。因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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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人口净流入值在时间上的差异，导致部分省

(市、区)的净流入值出现一些偏差。在数据上，百度

迁徙数据本身不包含流动主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流

迁目的等信息，也无法辨识人口多次移动的空间特

征。例如，在春运期间，除了主体构成的流动人口

返乡和返工流，也存在大量旅游、探亲、商旅行为，

而百度迁徙数据对此无法识别。因此，移动数据一

方面为地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另一方面

因其存在的信息不完整性等缺陷而导致研究结果

存在误差，也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行论证。

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背景下，中国的流动人

口与西方迁移人口有着本质的区别。针对转型时

期中国特殊的人口迁移特征，学者提出了诸如梯次

流动等概念(杜鹏等, 2011)。但因研究数据所限，目

前尚难以从实证的角度对一系列假设和理论进行

验证。在信息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的时空特征可通

过大量复杂的移动数据形式显示，因此，对一系列

问题的解读、重新审视、验证，将是下一步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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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flow during the 2015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ZHAO Ziyu1, WEI Ye2, PANG Ruiqiu2, YANG Ran2, WANG Shijun2

(1.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6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reas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phase, and its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together form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a social behavioral phenomenon with a significant regularity and a

high degree of uniformity and unity. By constructing the 2015 Spring Festival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flow

relation matrix, we examined the dynamics of population flow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13-17 February and 25 February-1 March were the peak population flow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holiday season. Inflow and outflow of population between provinces during these time periods can be indicative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We identified 14 net population inflow provinces

and 17 net population outflow provinces. The top six and bottom eight population inflow provinc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form the double vertical pattern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2) Provincial population outflow primary directions are clear and flow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is the main direction and path of mi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Guangdong and Beijing are

the primary migration destinatio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These two province/

municipality monopolized 2/3 of the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flow of the country. (3) The source area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Beijing and Tianjin are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the three

major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reas—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ose in the Beijing and Tianjin are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 mainly directly fro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migration provinces, bu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formed a more advanced network structure. (4) Mobility- based study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pulation flow contains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on floating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such study. By comparing the resul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similarity between the new data and many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is clear.

Key words: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population flow; interprovincial flow; network structu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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